
第１４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３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７
［作者简介］章宏伟（１９６４—），男，浙江省温岭县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故宫学、中国编辑出版史。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１５－１２

正考父校诗说评议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正考父曾校对过《诗经·商颂》，为我国校勘之祖。但经史料考
证，正考父应该是宋戴公时大夫，生活于公元前９世纪末至公元前８世纪中叶，即周宣王、周幽王和
周平王统治时期，而周代文书官守森严，平民是绝无修改权利的。采诗说其实始于汉代，是汉代文

人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对《诗经》来源渠道所作的推测，并不可信。《诗经》全部是“圣贤”即

贵族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诗主要是献给统治者，以达到讽谏与歌颂的目的。孔子曾经删诗，他从流

传的古诗中选编出３０５篇汇集成《诗经》，是《诗经》的整理者和编订者。因此，首见于《国语·鲁语
（下）》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中的“校”并非“校勘”之意，应理解为“整理”之

意较妥。校雠一事，应从孔子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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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探讨“校对”的概念，追寻其源头，总
上溯至正考父，认为“校”的本意为“校勘、考订”，首

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

篇于周太师”［１］（Ｐ２１６），由此认定正考父做过校对《商

颂》的工作，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并把这

个观点写进了各种教科书。但笔者在阅读历史文献

的过程中别有所得，感到有必要对此加以讨论。

　　一、正考父校诗说述略

为便于大家对正考父校诗说有较全面的了解，

现将各家说法列示如下：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讲“最早的校雠家正考

父”时说：“《国语·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

《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玄《商

颂谱》同，孔颖达《正义》：‘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

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史校之

也。’可知现在《商颂》各篇的次序，是经正考父从周

太史的本子校定的。正考父为周宣王时的宋大夫，

孔子的七世祖。他是校勘事业的发端者。”［２］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说：“校勘书籍，起源很

早。《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

的话：‘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后来汉代经学家郑玄作《诗谱》时，也用

了这几句话。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道：‘言校者，

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缪，

故就太师校之也。’正考父是周末宋国大夫，即孔子

的七世祖。他那时便进行过校对《商颂》的工作，这

便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３］

赵仲邑《校勘学史略》说：“我国对古书的校勘，

源远流长。在周代已有正考父、孔子、子夏等人从事

校勘。”并首引东汉郑玄《商颂谱》：“大夫正考父者，

校商之《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掌管《诗经》的官），

以《那》为首，以祀其先王。”［４］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说：“关于校勘的最早记

载，见于《国语·鲁语》。鲁国大夫闵马父说：‘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

此事又见于《诗经·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

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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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

首。’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商颂谱疏》对此事有

个解释：‘韦昭（注《国语》者）云：名《颂》，颂之美

者。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

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正考父是周

宣王时宋国戴公的大夫，为孔子七世祖，约生活在公

元前９世纪末至８世纪初。宋国是殷商的后裔，所
以保存着歌颂商代成汤以下列祖列宗的诗篇，用于

宗庙祭祀歌舞。正考父恐怕这十二篇颂歌有语句文

字错乱，到周天子管理音乐的太师处，用周王朝保存

的《商颂》传本进行校正。显然，这一记载可以表

明，我国校勘古籍由来已久。同时也可看到，当时典

籍的保藏和传授是有专官的，因而是由宋国大夫专

门请教周朝太师。”［５］

罗孟祯在《古典文献学》“古代校勘的优良传

统”的开首说：“历史上有关校勘的记载，最早是正

考父校《商颂》。周武王封殷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

宋，宋国保存了殷代贵族的乐章十二篇。传到第七

代宋戴公时，这些乐章已有错乱，需要校正。《国

语·鲁语（下）》载其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

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

祖，他用周天子的乐官太师保存的原底本来校勘宋

国早已错乱了的《商颂》，才确定以《那》为第

一篇。”［６］

管锡华《校勘学》说：“《国语·鲁语（下）》：‘昔

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

首。’昔指宋戴公之时（前７９９—前７６６）。宋是商纣
哥哥微子启的封地，所以还保有《商颂》。从微子启

到戴公已经历了七代。所存《商颂》十二篇已有讹

误错乱，所以正考父用周太史的藏本进行校正，并定

其篇次，把《那》篇作为首篇。（今《诗·商颂》五篇：

《那》、《烈祖》、《玄鸟》、《长发》、《殷式》，《那》仍为

首。）这是今天可以见到的史料所记载的最早的校

勘实例。”［７］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说：“我国有史记载

的最早的一个知名的校雠家，是周宣王时的宋国大

夫正考父。《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

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

·那》小序：‘《那》，祀成汤也。（宋）微子至于戴

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

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谱》：

‘自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

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

《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

《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

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上卿）兹益

共（恭）。’此为经古文说，比较可靠。《史记·宋微

子世家》：‘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

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

以兴，作《商颂》。’则认为正考父为宋襄公时人，《商

颂》非其所校而为其所作。此盖本今文《鲁诗》说。

《史记索隐》于此有辨：‘今按《毛诗·商颂序》云：正

考父于周之大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

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

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

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尔。’故可断定《商颂》非

正考父所作，只是经过他的校理而已。但是《商颂》

文字不古，篇幅较长，亦非商代古辞，当为商之后人

追颂先王先祖之作。”［８］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说：“我国古代的图

书，集中于官府，周代设有专官，分部执掌，《周官》一

书，记载甚详。章学诚《校雠通义》所说：‘《易》掌太

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

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民间

无简册，私门无述作，史官守其图籍，持而弗失，所以

那时期并无所谓校雠之事。即使后来偶有校书的记

载，也是很片断的、零星的。周公平定武庚之乱以后，

将殷旧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封于宋，使他保持商人

的宗祀，因而存有商代贵族的乐章和乐谱。孔子的祖

先正考父，西周末年为宋国大夫，得商之名《颂》十二

篇，向职掌此事的周太师请教，最后编定次序以《那》

为首。郑玄《诗谱·商颂谱》说：‘大夫正考父者，校

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

王。’说的就是这回事，但在以后的百年之间，散亡七

篇之多，再要补齐，已无从着手了。年湮代远，正考父

的校雠方法，文献无征，已不可考。”［９］

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书籍编辑学概论》说：

“‘校对’是根据原稿核对校样或根据底本核对抄本

等复制本，以发现和订正差错，‘校’本意为校勘、考

订，首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

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距今已有２７００多年。‘对’是
‘相对’、‘对照’。‘校对’和 ‘校雠’是同义

词。”［１０］（Ｐ３５６）书中以为此事“距今已有２７００多年”，
是对正考父生活年代认定有误，辨见下。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说：“《国

语·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

以《那》为首。’郑玄《诗谱》也引用了这段话，孔颖达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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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颂谱疏》加以解释说：‘韦昭云：名颂，颂之美者。

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

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毛诗正义》卷二

十之三）这里的校字显然是指校正文字错误。”［１１］

上述各家均以为正考父为我国校勘之祖。

　　二、正考父生活年代考辨

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有关他的记述不多，且颇

有歧异。为便于考察，先来排一下孔子家族的世系：

公———弗父何———宋父———正考父———孔父

嘉———木金父———祁父 （字眞夷）———防叔 （奔

鲁）———伯夏———叔梁纥———孔子。

《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说：“而丘也，殷人

也。”［１２］（Ｐ１２８３）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

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

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

孔氏。孔父嘉，正考父之子，宋穆公时为大司马，是

托孤之臣。［１３］（Ｐ２８－３０）

《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家语》：“孔子，宋

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

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

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

父生眞夷。眞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

为鲁人也。”［１４］（Ｐ１９０６）“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

而生孔子。”［１４］（Ｐ１９０５）

归纳起来，关于正考父生活的年代，大概有２种
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正考父是宋襄公时人。持这种说

法的主要是《史记·宋微子世家》：“（宋）襄公之时，

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

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１４］（Ｐ１６３３）认为

正考父是宋襄公时人，《商颂》非其所校而为其

所作。

《诗》是先秦士大夫所必读的典籍，也是儒家传

习、研究的主要学问之一，由于不仅被录于竹帛，而

且广泛地为人们口头所诵咏，所以虽经秦火和战乱，

到汉初还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流传也比较广

泛。汉初传《诗》者主要有鲁人申公、齐人辕固生、

燕人韩婴三大家。至于《毛诗》，不过是三家之外的

一种隶书本子，鲁、齐、韩三家诗为今文经，《毛诗》

为古文经。三家诗中，以《鲁诗》最为先出，流传最

广，影响最大。

《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这种说法的来源也是

《鲁诗》：“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

颂》。”［１４］（Ｐ１６３３）

鲁说：《扬子法言》：“昔颜尝夫子矣，正考甫

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甫矣，不欲则已

矣，如欲，孰御焉？”［１５］（Ｐ３）《诗·大雅·民》：“吉

甫作诵，穆如清风。”［１２］（Ｐ５６９）这是说正考父学尹吉甫

而作《商颂》。

齐说：《礼记 · 乐记》郑玄注：“《商》，宋

诗也。”［１２］（Ｐ１５４５）

韩说：《后汉书·曹褒传》：“昔奚斯颂鲁，考甫

咏殷。”［１６］（Ｐ１２０３）李贤注：“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

《商颂》十二篇。”［１６］（Ｐ１２０４）

毛说：《毛诗·商颂·那·序》：“有正考甫者，

得《商 颂》十 二 篇 于 周 之 大 师，以 《那》为

首”。［１２］（Ｐ６２０）

鲁、齐、韩三家谓正考父作《商颂》，独《毛诗》主

张《商颂》非正考父创作，而是得之于周王朝太师。

但是《鲁诗》（包括《韩诗》）这一说不可靠。

《史记索隐》于此有辩：“《毛诗·商颂·序》云：正考

父于周之太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

《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

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

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１４］（Ｐ１６３３）《史记

会注考证附校补》引朱熹曰：“太史公盖本于《韩诗》

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

不类周世之文。”［１７］（Ｐ９５９—９６０）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

十亦有辩：“案：昭七年《左传》及《鲁语》、《诗序》言

正考父佐戴、武、宣，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则是从戴至襄百四五十年，正考父非襄

公大夫也，非作《颂》之人也，非追作之也。但史公

此说实本《韩诗》，故《法言·学行篇》曰：‘正考甫

尹吉甫，公子奚斯正考父。’（奚斯作《门必 宫》，史克

作《颂》，而以《颂》为奚斯作亦《韩诗》说。）《后（汉）

书·曹褒传》曰：‘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康成

《乐记》注以歌《商》为宋诗，嗣后文人多仍此说，然

与本义全乖，《诗疏》、《史记索隐》及《困学纪闻》俱

斥其误。”［１８］（Ｐ９６７）

《史记索隐》等的驳斥是正确的。正考父作《商

颂》根本不合事实，《商颂》存在于正考父之前，早在

春秋宋襄公以前便已出现。清人胡承珙《毛诗后

笺》卷三十，陈奂补云：“隐三年《左传》美宋宣公，引

《商颂》‘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晋语》公孙固对

宋襄公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则《商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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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于宋襄，《内外传》有明证矣。此可见毛公师承

之确实，三家诗可废，而毛诗不可废。”［１９］（Ｐ１１１２）隐三

年所引诗句见于《玄鸟》，《晋语》所引诗句见于《长

发》，均在《商颂》中。

孔子生年为公元前５５１年—前４７９年。而叔梁
纥生孔子时，据说已７０岁。因此，孔子的七世祖正
考父是不会成为宋襄公（前６５０—前６３７在位）的大
夫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正考父是宋戴公时大夫，曾佐

戴、武、宣。

《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

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

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

共。”［１３］（Ｐ１２９５）关于弗父何，《诗商颂·那·疏》引服

虔云：“弗父何，宋盡公世子，厉公之兄。以‘有宋’

言，盡公之适嗣当有宋国，而让与弟厉公也。”杜注

略同。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云：“《史记·宋世家》

云：‘盡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盡公子鲋祀弑殇公而

自立，是为厉公。’按此则厉公实自立，非弗父何让

之，与《传》违异。《猗那·诗序·疏》云：‘何是盡公

世子，父卒，当立，而炀公篡之。盖厉公既杀炀公，将

立弗父何，而何让与厉公也。’孔氏之言虽由臆决，

以《传》所云，当有其事。《史》不叙让国者，以《世

家》于春秋以前诸君，仅撮世系，不甚详事实故也。”

《宋世家·索隐》云：“据《左氏》，［鲋祀］即盡公庶

子也。弑炀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让不受。”正考

父，杜预注：“弗父何之曾孙。”杜预注：“孔子六代

祖孔父嘉为宋督所杀，其子奔鲁。”杜此说取于服虔

（服说见《后汉书·孔融传注》），然《诗商颂谱疏》

引《世本》谓“正考父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

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金木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

然明陆粲《左传附注》及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俱谓

服虔说可信，世本说不可信，是也。

《毛诗·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也。

（宋）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

《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１２］（Ｐ６２０）

《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亦云：“考父佐戴、

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１４］（Ｐ１６３３）

以上说法相同，都以为正考父为宋戴公时大夫。

后两说更及校（或得）《商颂》于周太师，与《国语·

鲁语（下）》的说法相同。正考父所佐的宋戴公的三

十年，正是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的年份。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正考父佐戴、武、宣的说法

是可信的。正考父当生于公元前９世纪末至公元前
８世纪中叶，经历了周宣王、周幽王和周平王三个
时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春秋时晋太史史墨

追述先代官制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

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

其物乃至。”［１３］（Ｐ１５０２）这便是周代文书官守的森严情

形，平民是绝无权利审阅、修改的。

章学诚认为我国自有文字和书契以来，即从三

代到战国以前，是经过了一个学术在官、官师合一、

无私人著述的时期。所以，生活于周代的正考父不

可能从事校对文书的工作。

　　三、民间采诗之说起于汉代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看，包括了上下

五六百年；从产生的地域看，有的出于王都，有的出

于各诸侯国；从作者看，有的出自于贵族，有的来源

于民间。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在一起而编纂成书

的，诗三百篇本身和先秦古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

关于《诗经》编辑情况的记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主要有采诗说、删诗说和献诗说三种说法。

就现有的史料看，先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诗

经》中的篇章有来自民间、出自平民或奴隶之手的

明确可靠的记载。可是在汉人的著述中却流行“采

诗”说，这种“采诗”说显然是后世“民歌”说的源头，

故应予重视。

最早提出采诗说的是《礼记》。《礼记》是西汉

末年儒生依据古代史料为托古改制、制造舆论而作

的。既然托古是为了改制，就要求适应当时政治斗

争的需要，因此《礼记》可以说是有真有假，不可全

信但又不可全不信的书。《礼记·王制》载：“天子

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命大师

陈诗，以观民风。”［１２］（Ｐ１３２７）既然要“观民风”，所陈之

诗就得来自“民”才行。所以，郑玄为《礼记》作注时

认为：“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１２］（Ｐ１３２８）唐人孔颖达

（公元５７４—６４８）《礼记正义》更进一步说：“各陈其
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１２］（Ｐ１３２９）郑玄训“陈

诗”为“采诗”有主观臆断的成分，因为“陈”是陈列

的意思，同“采”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孔颖达进

一步阐述了郑玄的说法，却没有翔实的史料为依据。

《礼记》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家刘歆（公元

前？—公元２３）在《与扬雄书》中对此事却另有解
释：“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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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路，逑 （求）代 语、童 谣、歌 戏，欲 得 其

最目。”［２０］（Ｐ８２０）

童谣、歌戏与诗均属有韵之文，而童谣、歌戏更

接近民歌。诗三百为古之乐歌，“轩车使者、遒人使

者”所收集的歌谣是极有可能被编入《诗经》中的，

但是生活于东汉末年的应劭在《风俗通义校注》中

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 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

奏籍之，藏于秘室。”［２１］（序Ｐ１１）

从时间上看，从所遣之人看，刘、应二人所讲的

应是同一件事，但所采集的内容不相同。不仅如此，

同一个人的同一部著作竟然前后也不尽相同。例如

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
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

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

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２２］（Ｐ１７０８）

班固强调诗与歌合二为一，他比《礼记》、刘歆、应劭

更明确提出“古有采诗之官”，专职采诗，目的是“王

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是班固在

《汉书·食货志》里则说：“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

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

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

于 天 子。 故 曰 王 者 不 窥 牖 户 而 知 天

下。”［２２］（Ｐ１１２１－１１２３）这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

居的人群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

采诗官，敲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

民间传唱的歌谣收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

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

“行人”屡见于《左传》，如“杀道朔及巴行

人”［１３］（Ｐ１２５），“行人失辞”［１３］（Ｐ７３４），“韩献子使行人子

员问之”［１３］（Ｐ９３３）。“行人”为古之官名，“《周礼·秋

官》有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小行人，掌

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事。诸侯之行人似通掌

之”。“行人之官，有专官，如襄二十八年《传》有行

人子员、行人子朱，皆专官也。亦有兼官……行人，

其在 本 国 皆 另 有 本 职，行 人 乃 其 临 时 兼

职”［１３］（Ｐ１２５，７３４）。因此，“行人”与“公卿”、“列士”同

为在朝之奴隶主贵族，却是临时兼职的，不是专职的

采诗之官。关于木铎，许慎（公元５８—１４７）《说文解
字》说：“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２３］（Ｐ９９）《左传·

襄公十四年》的材料“遒人以木铎徇于路”［１３］（Ｐ１０１７），

大约是许慎、班固所本。《左传》无采诗的记载，《汉

书》《说文》或另有所本，或为想当然之词。但是《汉

书·食货志》大体上是折中了《礼记》和刘歆的说

法，因此笔者认为，“采诗”是流传于汉人中的说法，

先秦并无其事。东晋杜预（公元２２２—２８４）在《春秋
左氏传》注中说：“《逸书》：遒人，行人之官也。木

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１２］（Ｐ１９５８）经杜

预这样解释，诸家说法渐趋一致。

关于自民间采诗最具体而详细的记录，见于今

文经学大师何休（公元１２９—１８２）的《春秋公羊传解
诂》一书中：“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

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正，男女有所怨恨，相从

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

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

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

苦，不下堂而知四方。”［１２］（Ｐ２２８７）对于“采诗”及其目

的，与班固《汉书》记载的大致相同，但说“采诗”者

是男女年老无子者，而不是“行人”。

与何休同时的郑玄（公元１２７—２００）另有主张：
“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歌之。”［２４］（Ｐ１０）

以上所引七家八条材料，都提到了与采诗有关

的问题。但是差异很显著，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这

些汉儒的说法不过是揣度之辞，而决非信史。张西

堂在《诗经六论》中指出；“以上八说，虽都说有采诗

之事，然而采诗之人不同，如轩车使者、遒人使者、采

诗之官、老而无子者、国史、孔子等；采诗之时不同，

如二月、孟春、八月、从十月尽正月止等；采诗的方式

也各异，有的说天子巡守时命太师陈风，有的说徇于

路以采诗，有的说太师正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等等。

这虽可能是传闻有所不同，然而一方面也正好说明

古代并无定制，且无明据，因此才众说不一。甚至同

是一个人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如刘歆在《答扬雄

书》与《七略》中所说的不同；或同是今文家言，《王

制》与《公羊传注》也彼此不同。由此可见，陈风采

诗之说是不足深信的，我们就现存的十五国风来看，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２５］（Ｐ７９）

古代既然没有陈风采诗之事，何以到了汉代却

众口一辞都说有其事呢？据《汉书·艺文志》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

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

厚云。”［２２］（Ｐ１７５６）

汉武帝刘彻曾设立“乐府”官署和专职人员，负

责收集各地的歌谣。徐中舒指出：“至汉武立乐府，

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于时班、何诸家受其

暗示，遂有采诗之说。凡此皆据后起之事而加以缘

饰之词，并不能视为《诗经》时代之信史。”［２６］（Ｐ４３１）由

于以今律古，各人出发点不同，观点不同，以致产生

以上所说的分歧。如果先秦真有采诗陈风的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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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去三代不远，为何对于为什么采诗、谁去采诗、何

时采诗、怎样采诗等这些并不复杂的问题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汉人关于三代有采诗之制的说法，虽言之

者众，但均不足为信。

据清代学者的考证，以上诸人与鲁、齐、韩、毛四

家几乎都有师承关系。可是毛诗等均没有自民间采

诗的记录，相反，这四家专门研究《诗经》的专家在

解诗时，都将诗三百篇附会到一些历史人物或历史

事件上，而把大部分诗的著作权归之于统治者或贵

族，这显然与《诗经》采自民间之说相悖。这种情况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采诗说是较后起的，四家诗设

帐授徒始于汉初，尚未受“孝武立乐府”的影响，因

此他们讲授《诗经》时都没有提出采诗说，这也反证

采诗说是受“孝武立乐府”影响而产生的。

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

的想象，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班固

由王朝派采诗之官采诗的说法，古籍中无此依据。

何休由各国自行采集而献于王朝之说，比较合理，但

也不必有众多专职之人，只需乡官负责即可。因此，

采诗说始于汉代，且多是汉代人根据汉朝乐府采诗

的情形所作的揣测，并不可信。

　　四、《诗经》中凡能找到作者的诗篇

均出自贵族之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１４］（Ｐ３３００）司马迁的这一

论断虽不为近代学者所重视，但与《毛诗》和三家诗

的论述相一致。朱东润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中对四家诗关于国风作者的身份分别进行统计，结

果“《毛诗序》于诗之作者……凡可考者六十九篇”，

其作者分类如下：国君或国君夫人所作的诗有 １１
首，作者是王族或公族的２首，是大夫的１７首，是大
夫之妻的３首，是君子的６首，是“国人”的２７首，是
“百姓、孝子、民人”的各１首。故朱东润说：“是则
就《毛诗》论，凡此六十九篇，得其主名之诗，要皆出

自统治阶级，可无疑也。”朱东润又根据清人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中关于国风作者身份进行统计，发

现三家诗的见解与《毛诗》是一致的：“今日论诗，果

以汉人诗说为本，则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

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

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也。”［２７］（Ｐ５－１６）

司马迁的观点与鲁、齐、韩、毛是一致的，也可以

说这是西汉初年较为一致的观点。经秦末大动乱，

加上古代书籍多写于竹片木条上，数量既少又不便

保存，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虽然掌握有较多的材料，

但仍感到证据不足，所以他在“贤圣”之上加“大抵”

二字。事实上，汉人关于《诗经》的论述大多是汉人

的研究成果，而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传自子夏、

荀况。

这个观点可以在先秦史籍中找到有力的证据，

因为《诗经》中凡是能够找到作者的，其身份都是明

确的。《诗经》中有４首诗留有作者身份或姓名，它
们是：（１）《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
。［１２］（Ｐ４４１）（２）《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
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１２］（Ｐ４５６）（３）《大雅·崧
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

伯。［１２］（Ｐ５６７）（４）《大雅·民》：吉甫作诵，穆如
清风。［１２］（Ｐ５６９）

据《诗序》说《节南山》是“家父刺幽王”之诗。

《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７０４年）和十五年都有“家
父”。杨伯峻在“天王使家父来聘”下注：“家父，天

子大夫。《诗·小雅·节南山》之末章云：‘家父作

诵，以究王。’《节南山》为刺幽王之诗，两家父相

距近百年，必非一人。孔颖达《毛诗·节南山正义》

以春秋之时，赵氏世称孟，智氏世称伯，仍氏亦或世

字叔，则家父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杜《注》以家

为氏，何休《公羊注》以家系以采邑为氏。《诗·小

雅·十月之交》‘家伯维宰’，郑玄《注》谓家伯是

字。”［１３］（Ｐ１２０）到底是以什么为“氏”虽有分歧，“家

父”是位大夫当无疑义。就《节南山》内容看，家父

的地位显赫，面对太师尹氏，他敢于弹劾讽刺，因此

“家父”是周大夫的说法，得以长期流传，未见有异

议。“诵”作名词时可训为“诗”。

《巷伯》的作者是寺人孟子。《周礼》将寺人列

入天官之中。关于周代官制现存先秦古籍记录甚

少，汉代著述又各说各的，出入很大，不甚可靠。

《左传》《国语》中常见“寺人”，他们是诸侯的亲信

近侍，常执行诸侯的特殊使命，有论政议政之权。春

秋时晋国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寺人叫勃，由他的为

人行事可见寺人身份特殊。僖公五年，“公（晋献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

曰：‘校者，吾仇也。’?垣而走。披斩其”。僖公

二十四年，重耳已是晋文公了。“吕、?畏翨，将焚

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

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

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犹在。女其行乎！’对

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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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国之恶，唯力是视。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

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

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１３］（Ｐ３０５，４１４－４１５）由

此可见，寺人是诸侯亲信。就《巷伯》的内容看，诗

的结尾是“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种教训君子的

口气，亦足以说明寺人身份之不同寻常。

《崧高》《民》中的吉甫是尹吉甫，姓兮名甲，

又称兮伯吉父，乃周宣王的大臣。周宣王元年（公

元前８２７年）他率师北伐犭严狁，获得全胜。《小雅·
六月》就是记录这次征讨的史诗。从《崧高》《民》

这两首诗来看，这个被周宣王视为股肱的重臣，还是

个文武兼资的历史人物。

除《诗经》本身之外，在《左传》《国语》中，还可

以找到７首诗的作者，这些诗是：
（１）《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

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 《硕

人》也。”［１３］（Ｐ３０－３１）

（２）《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
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

之赋《清人》。”［１３］（Ｐ２６８）《左传》中，“国名＋人”，如宋
人、郑人、秦人等均为该国之大夫。“郑人”能耍弄

权术，逼使高克背井离乡，远走他方，他应是个手握

重权的奴隶主贵族。杨伯峻注：“据《清人·序》‘刺

文公也’，则郑人者，郑文公及公子素也。”

（３）《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
……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

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１３］（Ｐ２６５－２６７）

（４）《左传·文公元年》：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

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１３］（Ｐ５１６－５１７）

按这是《大雅·桑柔》第十三章。芮良夫即周厉王

时之大夫芮伯。据此《桑柔》是芮伯的作品。

（５）《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

哀之，为之赋《黄鸟》。”［１３］（Ｐ５４６－５４７）

（６）《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立，依于庭墙
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

《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１３］（Ｐ１５４８）。

（７）《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儆申公子
?”：“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

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

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

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

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

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

书，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也。”［１］（Ｐ５５１）按《述闻》卷二一：“‘戒’字涉注文‘戒

书’而衍。”《懿》即《大雅·抑》。《诗序》云：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

这７条材料所记的事，除第１、７两条之外，其余
均发生于春秋年间。这７首诗的作者均为贵族。这
就是说，《诗经》中凡能找到作者的诗篇，均出自贵

族之手，没有一个是“庶民”。这一现象决不是偶然

的巧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诗经》全部是“圣贤”亦

即贵族们的作品。

　　五、献诗说

先秦古籍中，有关《诗经》来源的材料不多，计

有《国语》２条，《左传》１条。《国语·周语（上）》
“邵公谏厉王弭谤”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

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

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

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

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

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

王于彘。”［１］（Ｐ９－１０）

周厉王贪财好利，横征暴敛，臣民不堪负担，群

起责难。作为贵族中坚的“国人”更议论纷纷。周

厉王不仅不自省，反而找卫巫去监视“国人”，将那

些敢持异议的人杀掉。用暴力禁止反对意见，周厉

王自以为得计，结果不出三年，周厉王被“国人”赶

出都城，流放到“彘”的地方去了。“邵公”即邵康公

的孙子穆公虎。他清醒地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禁止人民议论并不能消除议论产生的根源。

作为周天子要治理好国家，应该让“国人”畅所欲

言，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了解民间疾苦，才是治国之

道。如何听取意见呢？邵公提出古代天子通过“公

卿、列士”等“献诗”而了解民情。这条材料中有两

点应加以注意：一是“献诗”的是“公卿至于列士”；

二是“瞽献曲”、“瞍赋”、“诵”，其中的“曲”、

“赋”、“诵”均与“诗”关系密切，下文将说明赋与诵

均可解作诗。

“公卿”显然是在朝廷中任职的贵族。“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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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位序的意思［２８］（Ｐ９５６－９５７），常用作指同一官阶，

例如 《史记 · 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

列。”［１４］（Ｐ２４８１）进而引申为官爵，如《汉书·韦玄成

传》中 《戒 子 孙 诗》曰：“不 遂 我 遗，恤 我 九

列。”［２２］（Ｐ３１１３）“九列”即九卿。周、秦、汉三代均在中

央政府中设立九个高级官职，叫九卿。三代沿革，官

职称谓变化不少，九卿的名称却沿用下来。因此，

“列士”也是在朝廷中供职的贵族，官职大约在“公

卿”之下。他们所“献”的诗是自己作的，还是收集

来的呢？

《国语·晋语》载：“（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

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

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

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

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

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１］（Ｐ４１０）韦昭注：

“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讽也。兜，惑

也。”［１］（Ｐ４１０）这里虽然指明是“听于民”，但这个“民”

不一定专指平民与奴隶，正如“防民之口”中的“民”

就专指“国人”一类贵族。因此，顾颉刚曾根据《左

传》与《国语》的几则关于讽谏的记载，提出：“公卿列

士的讽谏是特地做了献上去的。”［２９］（Ｐ３２６）朱自清则认

为：“献诗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轮不到庶人。”［３０］（Ｐ９）

关于“曲”、“赋”、“诵”和“谣”，韦昭注：“无目

曰瞽。瞽，乐师。曲，乐曲也。”“无眸子曰瞍。赋，

公卿列士所献诗也。”“有眸子而无见曰。《周

礼》：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行歌曰

谣。”［１］（Ｐ１０，４１０）诗三百篇本是古之乐歌，因此诗与乐

往往连用，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３１］（Ｐ８１）并一再说“诵诗三百”。瞽、瞍、都是

丧失视力的人，他们只能用口“献”上“曲”、“赋”之

类。古代诗与曲、赋都是韵文，与歌词属同一类事

物，因此韦昭的注是有其依据的，盲人以曲艺谋生，

是古老而延续很久的职业。因古代乐官多以盲人充

任，于是“瞽”成了乐官的代名词，“献曲”是其职掌

范围。西周时瞽是乐师，而乐师的身份较为特殊，权

力也大小不一，他们大多是国君的亲近侍臣，有的乐

师还可参与议政，并对国君的决策作出重要影响。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侍于晋侯。晋

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

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

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

有贰宗，士有朋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

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

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

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

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１３］（Ｐ１０１６－１０１８）晋悼公认

为卫国人赶走卫献公，做得太过分了。师旷却认为，

也许是卫国国君实在太过分了，卫国人对他失去希

望，用不着他，才把他赶走的。值得注意的是师旷的

观点与邵公很相似，他提出“瞽献诗”，即邵公之“瞽

献曲”，可见那时诗与曲是同一类事物。

《左传》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诸侯进献土乐

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的事。《左传·襄公十一年》：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

其
!

、磬；女 乐 二 八。晋 侯 以 乐 之 半 赐 魏

绛。”［１３］（Ｐ９９１－９９３）师悝、师触、师蠲三人都是郑国的乐

师。晋国是诸侯盟长之所在地，可以得郑国赠送音

乐，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稀有的

事。这段记载更值得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

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职官和专家，他们以歌诗诵诗

为职业，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

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乐师们到了列国，有利于各

国乐章的传播，他们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国的歌

诗汇集于王廷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

公子季札到鲁国，乐工们给他演唱了周乐，有周南、

召南、邶风、睟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

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曹风、小雅、大雅、颂

等［１３］（Ｐ１１６１－１１６５），差不多将今本《诗经》的内容都包括

在内了，虽然未列篇名，且季札的赞语与今本《诗

经》有关内容不符，但大体轮廓是一致的。《左传》

和《国语》中记载的诗歌有２５０余处，９５％以上的诗
篇见于今本《诗经》，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

本子，《左传》所引不见于今本的篇名，只有祈招、河

水、辔之柔矣、茅鸱、新宫５篇。而河水可能即指考
?，取诗中“河水洋洋”之二字作为题目而已。

贵族所作的诗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或是为了

典礼。《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说周

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

使 公 卿 至 于 列 士 献 诗，瞽 献 曲，史 献 书

……”［１］（Ｐ９－１０）《晋语（六）》“赵文子冠”记范文子的

话，也提到“在列者献诗”［１］（Ｐ４１０）。《左传·昭公十

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

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

获没于祗宫。”［１３］（Ｐ１３４１）

·２２·



第４期 章宏伟：正考父校诗说评议

这些都是有关献诗的记载。《诗经》中大、小

《雅》诗本文中亦有记载，如《小雅·节南山》云：“家

父作诵，以究王汹。”［１２］（Ｐ４４１）《巷伯》云：“寺人孟子，

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１２］（Ｐ４５６）又如《大

雅·卷阿》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１２］（Ｐ５４７）《民

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１２］（Ｐ５４８）这些都是王

朝公卿列士献诗的例证。推而至于《国风》，如《魏

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１２］（Ｐ３５７）《陈

风·墓门》云：“夫也不良，歌以讯之。”［１２］（Ｐ３７８）则应

为本国卿大夫所作，献于王朝，编录于太师。

而且，从《诗经》本身来考究，献诗是存在的：

（１）楚虽大国，但自称蛮夷，不尊重王朝，不曾献诗，
所以《诗经》中无楚风。（２）宋、鲁两国可用天子礼
乐，他们为了表示不同于他国，只献了《商颂》（宋为

商之后，《商颂》即《宋颂》）和《鲁颂》，而没有献“风

诗”，所以《诗经》中没有宋风和鲁风。（３）《诗经》
中的《王风》是指东周王畿内所采献的诗。《小雅》

中一小部分接近“国风”的民歌，则为西周时代王畿

内所采献的诗。因为“雅”是西周畿内的乐调，所以

直接归入《小雅》。（４）《诗经》止于陈灵公时，这是
因为陈灵公以后，王室益卑，献诗之制不复存在。

（５）《睟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所作，其后４５年，即
鲁文公十三年，《左传》即载有郑子家赋《载驰》三四

章的事，可见当时即已颁布通行。从而又可推知：

《风》诗是随采、随献、随编录、随颁布通行的。

我们采用献诗的说法，可以把采诗说概括进去

并使之合理化。今传本《诗经》的３０５篇，应该是截
至采献时期的基本数字。这样来掌握《诗经》的编

辑情况，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

诗乐为先，而执教者就是乐官。《周礼·春官·大

师》：“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

比、曰兴、曰雅、曰颂。”［１２］（Ｐ７９５－７９６）《礼记·文王世

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

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

庠。”［１２］（Ｐ１４０５）这些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他们是诗

学老师。到了孔子时代，学术、教育虽出于私门，诗

仍然为教学的重要科目。

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诗和礼乐

联系紧密，而礼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除

了上面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典礼要用诗之外，

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其作

用几乎等同于语言。《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

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１２］（Ｐ７８７）这便是以歌

辞来表达情意。《荀子·乐论》说：“君子以钟鼓道

志，以琴瑟乐心。”［３２］（Ｐ３３７）也是说贵族阶级要用“乐

语”来表达情意。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已久，先民

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流情感的，

这种风俗至今还存留着。

　　六、孔子删诗说

生活在汉武帝年间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没有采

纳采诗说，他提供了直接与采诗说相癥牾的两条材

料。司马迁提出孔子曾经“删诗”，是《诗经》的整理

者和编订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

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

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

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颂》之音。”［１４］（Ｐ１９３６）这就是说，《诗经》３０５篇诗是
孔子由流传的３０００多篇古诗中选编出来的，他把
那些重复的、于礼义标准不合的都删除了。

孔子删诗之说经司马迁提出之后，数百年间没

有人提出怀疑。七百余年之后唐人孔颖达首先对删

诗说发出质问：“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

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

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

信也。”［１２］（Ｐ２６３）

自此以后，反对删诗说的人很多，提出的理由亦

不少，但都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孔子没有

删诗。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

“而更重要的反证是公元前５４４年，吴公子季札在
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

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刚刚八岁，显然是

不可能删订《诗经》的。”［３３］（Ｐ２７）这是提出早在孔子

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形了。

季札观乐鲁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

年》［１３］（Ｐ１１６１）。《左传》成书于孔子之后，《左传》作者

是可以参考删订之后的《诗经》去“安排”季札观乐次

序的。因此，这个反证并不无说服力。何况《左传》

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是有问题的。朱东润在《诗三百

篇探故》中就指出：“（季札观乐）这段记载是靠不住

的。《左传》本来有不少的段落，是春秋后人所捏造，

在成书时插入的，这是一个例证。《传》称：‘其（季

札）出聘也，通嗣君也。’假如季札所通者为吴王夷末，

夷末嗣位在是年五月，季札至鲁在六月，先君余祭初

死，新君嗣位，季札居然请观周乐，那么他至戚以后，

就不应当责备孙文子‘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假如

杜预所言，季札所通者为吴王余祭，余祭即位在鲁襄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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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五年，季札何以迟至二十九年，始到鲁国？至

如篇中论郑国‘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论

陈国‘国无主，其能久乎！’论魏国‘大而婉，险而易

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都透出这是看到郑、陈亡国

和魏人强大而后的言论。所以季札观乐这一段，在考

定《诗三百篇》成书时代的时候，没有很大的

价值。”［２６］（Ｐ１３１－１３２）

又如清人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在《陔余丛考》中
统计《国语》引诗３１条，逸诗仅１条；《左传》引诗
２７０条（分而举之为２１９条），逸诗仅１３条。前者是
“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后者是“逸诗仅删存诗

二十之一。”他据此提出质问：“若使古诗有三千余

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

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

一？以 此 而 推，知 古 诗 三 千 之 说 不 足 凭

也。”［３４］（Ｐ２１－２３）赵翼的这个结论缺乏说服力。首先，

一首诗水平高，影响大，流传面广，被人引用的概率

就大。平庸之作是不会被人称引的。《诗三百篇》

是水平高而流传广的诗篇，在古书中被征引得多乃

是正常现象。既然各首诗被征引的机会不相同，用

引诗次数的简单比例数字说明孔子没有删诗，就没

有说服力了。其次，赵翼以《国语》《左传》作为调查

对象，是整群抽样。这种调查方法有省时省事的优

点，然而缺点是无法控制误差，为同一目的而进行整

群抽样，采用不同的群体，往往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

论。罗根泽曾以《墨子》作为调查对象，《墨子》引诗

共１０首，完全相同者仅１首（编号９）。罗根泽将这
些统计资料概括为：“（《墨子》）中引《诗》者十一

则，以校除重复一则，实十则。在此寥寥十则中，不

见今本《诗经》者至有四则之多；其余与今本次序不

同者三则；字句不同者二则；大致从同者，止一则而

已。”［３５］（Ｐ２７９）他得到的结论是：“孔子‘删《诗》《书》，

定礼乐’之说，虽难遽信，而其经过儒家之修饰润

色，殊有极深之嫌疑。”［３５］（Ｐ２８１）墨子（约前 ４６８—前
３７６）生活年代早于孟子，去孔子不远。《墨子》成书
亦先于《左传》《国语》，以《墨子》作为调查对象，其

资格不会差于《左传》《国语》。朱东润亦曾研究过

《墨子》引诗的情况，得到与罗根泽相似的结论：

“儒、墨两家言《诗》，大抵相同，而《墨子》所引之

《诗》，与今本《诗》三百五篇不同之点如此。其故不

外二种。（一）或则墨家所见之诗与孔子所见之诗

全同，是则今本《诗》三百五篇与孔子所见者有异可

知。（二）或则墨家所见之诗，与孔子所见之诗，本

不相同，是则今日所传之《诗》三百五篇，其祖本乃

有儒、墨两家之不同，甚至在此两祖本以外复有其他

之本，亦未可知。要之，今本《诗》三百五篇，与先秦

通行之本，决非绝对相同，其相异之点，亦不仅在字

句之间，则可断言也。”［２６］（Ｐ７５）

《诗经》从成书到流传都存有许多问题，由于古

文献湮灭已很难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因而对于古代

的一些提法应持慎重态度。在没有获得确凿证据之

前，我们不宜轻易否定孔子删诗这件事。一方面，司

马迁是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梁启超就推崇他为

“辨伪学的始祖”［３６］（Ｐ３６）。他“年十岁诵古文”，后来

又求学于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兼通经今古文学。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屡有创见，以致墨

守正统观念的班固在《汉书》中批评他“是非颇缪于

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２２］（Ｐ２７３７－２７３８）。这

位有点“离经叛道”的太史公异常景仰孔子，尊孔子

为“素王”，将孔子列入“世家”。为了写好《孔子世

家》，他不辞辛劳，实地考察，“北涉汶、泗，讲业齐、

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１４］（Ｐ３２９３）其对

孔子生平事迹的调查研究态度如许审慎，则删诗之

说应该是有所本的。司马迁的生活年代早于刘歆、

班固、王充、许慎、何休、郑玄诸人。班固曾说：“然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

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２２］（Ｐ３０８５）可见班固对司马

迁严格剪裁史料是服膺的。这说明司马迁关于孔子

删诗说是得到汉代学者们公认的。另一方面，孔子

在汉代已被推举到很高的地位，“删诗书，定礼乐”

是他平生之大事。倘若孔子没有删过诗，何以汉代

诸儒无一人有异议，而要等到孔颖达来发难？孔子

删诗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当然，“三千”只是形容

其多，不一定是确数。王充就说：“《诗经》旧时亦数

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３７］（Ｐ５５４）经过

大量删汰，保留下３０５篇古诗，孔子将它们作为教育
学生的课本。

　　七、从《诗经》说“校”的含义

《国语·鲁语（下）》“闵马父笑子服景伯”中闵

马父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

恭朝夕，执事有恪。’”［１］（Ｐ２１６）这里的“校”字，通常被

理解为“校正、校对”，这被看作是正考父进行过校

对《商颂》的工作，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

实际上，这个“校”字的意义并非如此。

清人魏源作“审校音节”的解释。他在《诗古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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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卷六“商颂鲁韩发微”中说：“盖正考父生宋中

叶，礼乐散缺，《颂》虽补作，难协乐章；故必从周太

师审校音节，使合颂声，乃敢施用。”［３８］而近人王国

维则认为这里的“校”应读为“效”字，作“献”的解

释。他在《说商颂（上）》中说：“余疑《鲁语》‘校’

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

二篇于周大师。”［３９］

再者，闵马父是春秋末年的人，生活的年代在鲁

哀公八年齐使闾丘明来盟时［１］（Ｐ２１６），时间远在鲁、

齐、韩三家诗说产生以前。关于“名颂”的解释，韦

昭注说：“名颂，颂之美者也。”［１］（Ｐ２１７）更完备些的讲

法，是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卷三十二所

说：“《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

大师。’瑞辰按：《鲁语》闵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

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此《诗序》所本。然《国语》

言‘校’，则宋必犹有存者，但残缺失次，须考校于周

大师耳。又言‘名颂’者，当读名山、名鱼之名，名者

大也。韦昭注：‘名颂，颂之美者。’美亦大也，则名

颂犹言《大雅》耳。抑或《商颂》残失，徒存其名而亡

其辞，遂以名颂称之，故《诗序》遂谓得于周大师欤？

至《韩诗章句》以《商颂》为美襄公，《史记·宋世

家》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

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

《商颂》。’扬雄《法言》亦云：‘正考甫常尹吉甫

矣。’盖皆本《韩诗》之说。然正考甫佐戴、武、宣，见

于《左传》，其子孔父嘉在殇公时为大司马，亦见《左

传》，中隔庄公、盡公、新君、桓公，始至襄公，去戴、

武、宣时甚远，正考父安得作颂以美襄公？固宜《史

记索隐》以为谬说也。”［４０］

《商颂》原有１２篇，后亡失７篇，只存５篇了。
《商颂·那》小序说：“《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

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

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１２］（Ｐ６２０）《毛序》所说“得

《商颂》”其实等于闵马父所说“校《商颂》”，所指事

迹本同，含义应该相同，正考父仅仅像刘向校书一样

整理《商颂》的篇章文字。王国维《说商颂（上）》则

谓：“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即令校字作校理解，

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后取周大师之本以校之。”［３９］

因此这个“校”字非指“校勘”的意思，“校”字可以

作“整理”解，含义较广泛。“以《那》为首”，就是整

理后编排次序，把《那》列在首篇。

　　八、校雠自孔子始

后人认为校雠一事应从孔子开端。如段玉裁在

《经义杂记·序》中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子

夏。自孔、卜而后，汉成帝时，刘向及任宏、尹咸、李

柱国各显所能奏上。向卒，歆终其业。于时有雠有

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４１］俞樾在《札?·序》中

说：“余尝谓校书之法出于孔氏。子贡读《晋史》，知

‘三豕’为‘己亥’之误，即其一事也。昭十二年《公

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

之矣！’何劭公谓：‘知“公”误为“伯”，“子”误为

“于”，“阳”在，“生”刊灭阙。’是则读书必逐字校

对，亦孔氏之家法也。”［４２］《公羊传》记载有孔子校

书之法———

《春秋·昭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

伯于阳。”《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

子曰：‘我乃知之矣。’”何休解诂：“子，谓孔子；乃，

乃是岁也。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后作《春

秋》。案史记，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

‘阳’在，‘生’刊灭阙。”［１２］（Ｐ２３２０）

这说明《春秋经》有误字、缺字，孔子知道应校

正为“纳北燕公子阳生”。至于孔子为什么不迳即

改正《春秋经》之误？《公羊传》下文又说：“在侧者

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解诂：“此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亿（臆）

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１２］（Ｐ２３２０）可见

孔子校勘有自己的原则。他想以自己的行动为后人

示范；让后人懂得不能妄改古书。《论语·卫灵公》

中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３１］（Ｐ１６７）也是存疑而

不妄改的意思。《论语·子罕》篇说：“子绝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３１］（Ｐ８７）就是不悬空揣测，不作

武断结论，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可见孔子治学

精神是很严谨的。

孔子弟子中，子夏也擅长校勘。子夏，姓卜，名

商，是孔子弟子中整理、传授古代文献成绩最显著的

一个人。《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之晋，过

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

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

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４３］

“己”《说文》古文作“ ”，脱去两小竖，便误为

“三”，“亥”《说文》古文作“ ”，与“豕”（古文作

“ ”）形体相近。己亥，本是干支纪日，在秦以前的

古文字中，“己”与“三”、“亥”与“豕”形体相近，易

致误混。卫人所读史记（即史书），就是把“己亥”讹

作“三豕”的误本。子夏通晓文字形体及史书用干

支纪日的体例，故能发现其误而加以校正。然而他

又不满足于此，待到晋国之后，又进一步考察史实，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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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无误，始成定论。这被记载在校勘史上，一直传

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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